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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孔子所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历来有不同解读。有人解读为“仁”，有人解读为
“恕”。西汉孔安国等人讲“仁”“恕”无别，而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之“仁”与孔子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之“恕”统一起来。南宋朱熹讲“仁”“恕”有别，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解读为“以己及人”之“仁”，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推己及人”之“恕”区别开来。今人又有将“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解读为“忠”，以
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恕”既有相区别，又有相统一。相比较而言，朱熹的解读对于理解“己立立人，
己达达人”及其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差异，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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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讲 “仁”，所谓 “仁者爱人”。同时，孔
子又讲 “仁之方”。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
已。”（《论语·雍也》）对此，杨伯峻 《论语译
注》解读为：“仁是什么呢？自己要站得住，同
时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要事事行得通，同时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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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别人事事行得通。能够就眼下的事实选择例子
一步步去做，可以说是实践仁道的方法了。”［１］６５
在杨伯峻看来，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是
“仁”，与 “仁之方”是不同的。孔子还讲 “恕”。
子贡问曰： “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
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
卫灵公》）杨伯峻解读为：“子贡问道：‘有没有
一句可以终身奉行的话呢？’孔子道：大概是
‘恕’罢！自己所不想要的任何事物，就不要加
给别人。”“‘忠’（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是有积极意义的道德，未必每个人都有条件
来实行。‘恕’只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
谁都可以这样做，因之孔子在这里言 ‘恕’不言
‘忠’。”［１］１６６－１６７可见，杨伯峻又将 “己立立人，己
达达人”解读为 “忠”，而不同于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为 “恕”。换言之，“己立立人，己达
达人”是 “仁”，又可解读为 “忠”，而不是
“恕”。与此相异，冯友兰于 《中国哲学史新编》
（修订本）中解释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就是 ‘忠恕之道’。”又说： “仁这种品质是 ‘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也是 ‘忠恕之
道’。这还不是 ‘仁’，这只是 ‘为仁之方’，就
是说，这是达到仁的品质的方法。照着这个方法
所达到的品质，才是 ‘仁’。”［２］１３３在冯友兰看来，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讲的是 “忠恕之道”，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的也是 “忠恕之道”，
“这还不是 ‘仁’，这只是 ‘为仁之方’”，换言
之，“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是 “忠恕”，是 “仁
之方”，不是 “仁”。对于杨伯峻和冯友兰的不同
解读，当今学术界分别采纳和引述，并没有做出
考辨。本文试做分析，以求得研究之深入。
一、“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为 “恕”
对于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无论是杨伯
峻还是冯友兰，就他们的解读都与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之 “恕”相对应而言，至少可以追溯
到西汉孔安国。
孔安国注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
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曰： “更
为子贡说仁者之行也。方，道也。但能近取譬于
己，皆恕己所不欲而勿施人也。”南北朝皇侃
《论语集解义疏》疏曰：“言己若欲自立自达，则
必先立达他人，则是有仁之者也。……能近取譬
诸身，远取诸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如此
者，可谓为仁之方也。”［３］８２－８３北宋的邢昺疏曰：
“夫仁者，己欲立身进达而先立达他人，又能近
取譬于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于人，己所不欲弗
施于人，可谓仁道也。”［４］２４７９－２４８０在孔安国、皇侃、
邢昺看来，“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为 “仁”，然
而虽为 “仁”，却又可以解读为 “恕”，即 “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换言之，“恕”即 “仁道”。
孔安国、皇侃、邢昺的解读，把 “己立立
人，己达达人”之 “仁”等同于 “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之 “恕”，实际上是将 “仁”与 “恕”
统一起来。孔子讲 “仁”，又讲 “恕”。所谓 “夫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显然是
就 “仁”而言；所谓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则是就 “恕”而言。然而，孔安国解 “己立立
人，己达达人”而言 “能近取譬于己，皆恕己所
不欲而勿施人也”，这就把 “己立立人，己达达
人”之 “仁”解读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
“恕”，将“仁”解读为“恕”，讲“仁”“恕”无别。
事实上，在汉唐时期， “恕”与 “仁”并无
差别。许慎 《说文解字》说： “恕，仁也。从心
如声。”［５］２１８魏晋之际的傅玄撰 《仁论》，说：“昔
者，圣人之崇仁也，将以兴天下之利也。……然
夫仁者，盖推己以及人也。故己所不欲，无施于
人；推己所欲以及天下。”［６］６把 “仁”等同于
“推己以及人”，等同于 “己所不欲，无施于人”，
即 “恕”。唐代的颜师古注班固 《汉书》引诏曰
“凡事恕己，毋行苛刻”，说： “恕者，仁也。恕
己之心以度于物。”［７］３０３－３０４直到宋代的邢昺还讲
“仁，恕也”［４］２４７１，“仁者，必恕也”［４］２５０２。
清儒推崇汉唐诸儒的解读，接着讲 “仁”
“恕”无别。清代的刘宝楠撰 《论语正义》，其对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解读，基本依照汉代的
孔安国，又引阮元 《论仁篇》所言： “‘所谓仁
者，己之身欲立则亦立人，己之身欲达则亦达
人。’即如己欲立孝道，亦必使人立孝道，……
己欲达德行，亦必使人达德行。”并依 《说文解
字》，说：“《说文》：‘恕，仁也。’如己之心，以
推诸人，此求仁之道，故 ‘恕’亦训仁。恕、仁
本一理。”［８］２５０还说：“《说文》训 ‘恕’为 ‘仁’，
此因恕可求仁，故恕即为仁，引申之义也。是故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立己
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二者相因，无偏用之
势。”［８］１５３显然，依旧是把“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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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解读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恕”。
应当说，汉唐诸儒解读 “己立立人，己达达
人”，讲 “仁” “恕”无别，已难以为今人所接
受。杨伯峻将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解读为
“仁”，又解读为 “忠”，而与 “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之 “恕”区别开来；冯友兰虽然将 “己立
立人，己达达人”解读为 “忠恕”，而与 “己所
不欲，勿施于人”之 “恕”相一致，但又认为
“这还不是 ‘仁’，这只是 ‘为仁之方’”，也把
“忠恕”与 “仁”区别开来。
孔安国等人把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之
“仁”解读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 “恕”，
冯友兰也把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解读为
“恕”，二者有相似之处。但是，孔安国等人是把
“仁”解读为 “恕”，讲的是 “仁”与 “恕”的统
一，而冯友兰则讲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这
还不是 ‘仁’，这只是 ‘为仁之方’”，讲 “仁”
与 “恕”的不同。因此，在冯友兰那里， “己立
立人，己达达人”不是 “仁”，而是 “恕”，而在
孔安国等人那里，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是
“仁”，而可以解读为 “恕”。换言之，冯友兰虽
然与孔安国等人一样把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解读为 “恕”，但是反对孔安国等人把 “仁”解
读为 “恕”，而是主张 “仁”与 “恕”的不同。
二、“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为 “仁”
如上所述，孔安国、皇侃、邢昺都讲 “己立
立人，己达达人”为 “仁”。后来的朱熹也持同
样的看法，并且明确认为孔子所言 “夫仁者，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
之方也已”，分作两截看：“上一截说仁之体，下
一截说仁之术”。［９］２８１８他还说：“‘仁者己欲立而
立人’一章，某当初也只做一统看。后来看上面
说 ‘夫仁者’，下面说 ‘可谓仁之方’，却相反，
方分作两段说。”［１０］８４８又说： “己欲立，便立人；
己欲达，便达人。此仁者之事也。 ‘能近取譬’，
此为仁之方也。今人便以 ‘己欲立，己欲达’为
‘能近取譬’，则误矣。盖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此不待施诸己而后加诸人也。‘能近
取譬’，却是施诸己之意。”［１０］８４４朱熹还说： “夫
子分明说 ‘夫仁者’，则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谓
仁之方也已’，则是言求仁当如此。若以为滚说，
则既曰 ‘夫仁者’矣，不当以 ‘可谓仁之方’结
之也。”［１０］８５１显然，在朱熹看来，孔子所言，前
半部分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为 “仁”，后半
部分 “能近取譬”则是讲 “仁之方”。
对于孔子所言的前半部分 “夫仁者，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朱熹 《论语集注》曰：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
理之周流而无间矣。状仁之体，莫切于此。”［１１］９２
认为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是指自己欲立达，
由此而想到他人也欲立达，这是 “以己及人”，
是仁者之心，仁之本体。对于后半部分 “能近取
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朱熹注曰： “近取诸身，
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
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１１］９２认
为 “能近取譬”，从自己所欲而推知他人所欲，
推己及人，这才是仁之方。朱熹还说：“‘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以己及人，仁之体
也。 ‘能近取譬’，是推己及人，仁之方
也。”［１０］８４６在这里，朱熹区分出 “以己及人”与
“推己及人”两个概念。
在朱熹那里， “以己及人”又称 “以己及
物”；“推己及人”又称 “推己及物”。这两个概
念来自北宋的程颢。程颢说过：“以己及物，仁
也。推己及物，恕也。违道不远是也。”［１２］１２４就
“以己及人”而言，程颢认为 “以己及物”是
“仁”，又释 “仁”，以为 “仁者，浑然与物同
体”［１２］１６。也就是说， “以己及人”，即 “浑然与
物同体”。而且在朱熹那里，“以己及人”是指孔
子所言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换言之，“己立
立人，己达达人”是 “以己及人”，即程颢所谓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程颢还说：“医书言手
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
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
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
贯，皆不属己。故 ‘博施济众’，乃圣之功用。
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欲令如是
观仁，可以得仁之体。”［１２］１５也就说，可以从 “己
立立人，己达达人”看到 “仁之体”，看到 “仁
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就 “推己及人”而言，程颢认为 “推己及
物”是 “恕”，而不同于 “仁”。朱熹赞同程颢的
说法。他的 《论语集注》不仅讲 “尽己之谓忠，
推己之谓恕”，而且引述程颢所言 “以己及物，
仁也。推己及物，恕也”。［１１］７２既讲 “推己之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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恕”，而不同于 “尽己之谓忠”，又赞同程颢讲
“推己及物，恕也”，不同于 “以己及物，仁也”。
朱熹又注 《论语》载孔子曰 “其恕乎！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指出： “推己及物，其施不穷，
故可以终身行之。”［１１］１６７认为孔子所谓 “恕”，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 “推己及物”。可见，
在朱熹那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 “推己
及人”，是恕，而不同于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为 “以己及人”，是仁。
朱熹对 “以己及人”与 “推己及人”的区别
做了深入分析。他说： “以己，是自然；推己，
是着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以
己及人也。‘近取诸身’，譬之他人，自家欲立，
知得人亦欲立，方去扶持他使立；自家欲达，知
得人亦欲达，方去扶持他使达，是推己及人
也。”［１０］６９０又说：“‘以己及物’，是自然及物，己
欲立，便立人；己欲达，便达人。 ‘推己及物’，
则是要逐一去推出。如我欲恁地，便去推与人也
合恁地，方始有以及之。如吃饭相似，以己及物
底，便是我要吃，自是教别人也吃，不待思量。
推己及物底，便是我吃饭，思量道别人也合当
吃，方始与人吃。”［１０］６９１也就是说，“以己及人”，
是自然地 “以己及人”，所谓 “自然及物”，是仁
之本体；“推己及人”，则是着力地从自己的仁之
本体推及他人，是仁之方。因此，朱熹认为，程
颢讲 “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违道
不远是也”，其中 “以己及物，仁也”与 “忠恕
违道不远”，二者 “自是不相关。只是以此形容
仁、恕之定名”。［１０］６９１
由此可见，在朱熹那里， “己立立人，己达
达人”属 “以己及人”，是仁者之心、仁之本体。
作为仁者之心，它是自然而发；作为仁之本体，
它是推己及人的源头，并非即是 “推己及人”。
为此，朱熹说：“己欲立，便立人；己欲达，便
达人，此仁者之心自然如此，不待安排，不待勉
强。‘能近取譬’，则以己之欲立，譬人之欲立；
以己之欲达，譬人之欲达，然后推己所欲以及于
人，使皆得其立，皆得其达，这便是为仁之
术。”［１０］８４５也就是说，“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是
“仁者之心自然如此”，由此进一步 “推己所欲以
及于人”，就是 “为仁之术”。
朱熹不仅讲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属 “以
己及人”，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 “推己及
人”，而将二者区别开来，而且还讲 “仁” “恕”
有别。他说：“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
仁，勉强底是恕；无计较、无睹当底是仁，有计
较、有睹当底是恕。”［１０］１１６在 《论语集注》中，
他说：“子贡言我所不欲人加于我之事，我亦不
欲以此加之于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强，故夫
子以为非子贡所及。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诸
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仁也；施诸己而不愿，亦
勿施于人，恕也。恕则子贡或能勉之，仁则非所
及矣。’愚谓无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谓，此
所以为仁恕之别。”［１１］７８－７９在朱熹看来， “我不欲
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此为 “无”
者，自然而然，为 “仁”；“施诸己而不愿，亦勿
施于人”，此为 “勿”者，即 “禁止”，着力而
为，为 “恕”。这就是所谓 “仁之与恕，只争些
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１０］６８９朱熹
还说：“‘欲无加诸人’，无者，自然而然。此等
地位，是本体明净，发处尽是不忍之心，不待勉
强，乃仁者之事。”［１０］７２４又说：“‘施诸己而不愿，
亦勿施于人’，此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
般，未是自然。所以 ‘违道不远’，正是学者事。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此是
成德事。”［１０］１５４３ “成德事”即是 “仁者之事”。
朱熹不仅讲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
无加诸人”为 “仁”，“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
人”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样，为 “恕”，
而且还说：“‘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与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
意思一般。”［１０］８４６这就把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与 “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都视
为 “仁”，而不同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
“恕”。朱熹还赞同门人所谓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与 ‘我不欲人加诸我，吾亦欲
无加诸人’一般，都是以己及物事。‘能近取譬，
可谓仁之方’，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般，
都是推己及物事”。［１０］８４６为此，朱熹说：“‘夫仁
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 ‘以
己及物，仁也’。‘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所谓 ‘推己及物，恕也’。”［１３］１８５８又说：“‘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也； ‘能近取譬’，
恕也。”［１０］８５４
由此可以看出，朱熹虽然与孔安国等人一
样，把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分作两截看：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为 “仁”，或仁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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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为 “仁之方”，等
同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 “推己及人”的
“恕”。他们的差别在于孔安国等人把 “仁”解读
为 “恕”，讲的是 “仁”与 “恕”的统一，朱熹
则讲 “仁”与 “恕”的不同。
三、“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忠”
还是 “恕”
刘宝楠对于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解读，
不仅认为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是 “仁”，又
讲 “己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还说：
“自古圣贤至德要道，皆不外忠恕，能行忠恕，
便是仁圣，故夫子言 ‘忠恕违道不远也’。忠恕
之道，即一以贯之之道。”［８］１５４应当说，刘宝楠是
以 “仁”“恕”无别为根基，把 “己立立人，己
达达人”解读为 “仁”，并进一步提出 “己立己
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所以， “己立立
人，己达达人”为 “仁”，同时可以解读为 “忠
恕”，并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统一起来。
他还引焦循所言： “忠恕者何？成己以及物
也。”［８］１５１又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己
所欲，必又当施诸人。故 《孟子》言仁者 ‘得民
之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是
也。翟氏灏 《考异》：‘《管子·小问篇》引语曰：
非其所欲，勿施于人，仁也。’”［８］４８６这里把“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也看作“仁”。由此可见，在刘宝楠
那里，“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为“仁”，但可以解读
为 “忠恕”，而相同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蔡元培在 《中国伦理学史》中指出： “孔子
之言忠恕，有消极、积极两方面。施诸己而不
愿，亦勿施于人。此消极之忠恕，揭以严格之命
令者也。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此积极之忠恕，行以自由之理想者也。”［１４］１２显
然，在蔡元培看来，“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虽然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样可以解读为“忠恕”，但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是 “仁”，是积极的忠
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消极的忠恕。
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史 （上）》在论及 “己
立立人，己达达人”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时，较蔡元培 《中国伦理学史》略有变化，指
出：“‘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即 ‘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所谓忠也。‘因己之
不欲，推以知人之不欲’，即 ‘己所不欲，勿施
于 人’， 即 所 谓 恕 也。 实 行 忠 恕 即 实 行
仁。”［１５］３１６－３１７这种把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解
读为 “忠”；把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解读为
“恕”，既不同于孔安国，也不同于刘宝楠所谓
“己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本应做更
为深入的讨论。
１９６４年出版的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
认为，孔子所言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
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讲的
是 “为仁之方”，是实行 “仁”的方法，还说：
“抽象地讲，这个方法包含两个方面。从积极的
方面说，自己有个什么欲求，总想着别人也有这
样欲求，在满足自己的欲求的时候，总要使别人
也能满足这样的欲求；这就是所谓 ‘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 ‘能近取譬’。这样的
道德，孔子叫做 ‘忠’。从消极方面说，我不愿
意别人怎样地待我，我也不要这样地待别人，这
就是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 ‘能近取
譬’。这样的道德，孔子叫做 ‘恕’。合起来，叫
做＇‘忠恕之道’。忠恕之道，就是 ‘为仁之
方’。”［１６］１１８认为孔子所言 “己立立人，己达达
人”，讲的是 “为仁之方”，是实行 “仁”的方
法，是从积极的方面说，是 “忠”；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是从消极方面说，是 “恕”，二者合
起来，叫做 “忠恕之道”，但不是 “仁”，只是
“为仁之方”。直到１９８２年出版的 《中国哲学史
新编》（修订本）认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讲的是 “忠恕之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
的也是 “忠恕之道”，“这还不是 ‘仁’，这只是
‘为仁之方’”。
由此可见，冯友兰与杨伯峻的分歧在于：杨
伯峻认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为 “仁”，可
以解读为 “忠”，不同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为 “恕”；冯友兰则认为， “己立立人，己达达
人”为 “忠”，可以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为 “恕”，合称为 “忠恕之道”。或者说，前者强
调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与 “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的不同，后者强调二者的统一。但如前所
述，他们都认为， “仁”与 “恕”或 “仁”与
“忠恕”有别。
四、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对于 “己立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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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达达人”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解读，
有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既有将二者统一起
来，也有强调二者的差异性。在历史上，孔安
国、皇侃、邢昺乃至刘宝楠讲 “己立立人，己达
达人”为 “仁”，而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为 “恕”统一起来，讲 “仁” “恕”无别。朱熹
讲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为 “以己及人”的
“仁之体”，而不同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
“推己及人”之 “恕”，讲 “仁” “恕”有别。杨
伯峻讲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为 “仁”，而不
同于 “仁之方”，又不同于 “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之 “恕”；而冯友兰讲 “己立立人，己达达
人”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统一于 “忠恕之
道”，但又不同于孔安国讲 “己立立人，己达达
人”为 “仁”。近年来，李泽厚 《论语今读》释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
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曰：“所谓仁，是说自
己想站起来，就帮助别人站起来；自己想开拓发
展，就帮助别人开拓发展。从近处做起，可以说
是实行仁的方法。”［１７］１２４讲 “己立立人，己达达
人”为 “仁”，而不同于 “仁之方”，较为接近杨
伯峻 《论语译注》的解读。
就文本而言，无论是孔安国等人，还是朱
熹，他们都把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
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分作两
截看：“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讲 “仁”；“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讲 “仁
之方”。杨伯峻、李泽厚也采取同样的解读。冯
友兰则认为，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不是讲
“仁”，而是与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一
起，讲 “忠恕之道”，不仅需要在文本解读上做
出解释，而且与历代的解读不相同，需要做出更
多的分析。
孔安国等人认为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为
“仁”，这是有文本依据的。但是，把 “己立立
人，己达达人”的 “仁”解读为 “恕”，而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统一起来，这是朱熹乃
至当今学术界所不能同意的。冯友兰虽然也赞同
把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与 “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统一起来，但反对将 “仁”与 “恕”混为
一谈。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古往今来的
学者大都把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解为 “仁”，
仅冯友兰说成是 “忠恕之道”，因而不是 “仁”；
其二，孔安国等人把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解
为 “仁”，并等同于 “恕”，讲 “仁”“恕”无别，
而朱熹乃至当今学术界，包括冯友兰在内，都讲
“仁”“恕”有别。由此可看出，孔安国等人的解
读，将 “仁”与 “恕”混为一谈，难以为今人所
接受。
冯友兰的解读，讲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不是 “仁”，而是 “忠恕之道”，这与古往今来的
大多数学者不相一致。朱熹的解读，既讲 “己立
立人，己达达人”为 “仁”，又讲 “仁”“恕”有
别，反对孔安国等人的 “仁” “恕”无别，更具
有理论的自洽性。杨伯峻的解读，讲 “己立立
人，己达达人”为 “仁”，而不同于 “仁之方”，
又不同于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 “恕”，而
接近于朱熹的解读。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的解
读，对于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需要做进
一步的思考和阐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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